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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求索及其方向 *

索的道路。在此期间，学界普遍增强了传播学研究

的主体意识，力争围绕中国现实与问题，探讨传播

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伟

大实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注重提升“文

化自信”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新时代背景下，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已成为包括传播学

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构建以

“中华文化立场”为底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已成为

学界共识，缔造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成为今后相当长

时期内中国学者的使命与担当。在此新形势下，以

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学研究、建构传播学“中华学

派”为目标的华夏传播研究越发引起学界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到这个跨学科特质异常明显的

古老而常新的领域。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华夏传播研究的中国立场与全
球视野

黄星民 2002 年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

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标志着华夏传播研究

领域的确立，是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文

中他首先辨析了“华夏传播研究”概念的由来，进

而郑重地对其进行了定义：“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

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这一神圣时

刻，重温作为传播学中国化核心成果之一的华夏传

播学，其意义特别突出。华夏传播学以中华文化立

场为自己的学科立足点，以全球传播视野为自己的

参照系，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根植中国社会现实，

回应“共生交传”关切，其目标是构建富有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的华夏传播学学科体系。

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梦想，依托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

而成立的华夏传播研究会正团结海内外有志于建构

传播学“中华学派”的学者，以建构华夏传播学为

初心，以融合中西对话为求索，以阐释中华文明可

久可大的传播原理与机制和为世界文明共生共荣提

供“中国思考”为方向，为夯实中国传播学的底基

不断努力。

传播学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传入台湾，直至

60 年代中期才开始被应用于研究；传播学进入香

港的时间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其应用于研究始

于 70 年代。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始于 70 年代末，

其应用于研究直至 80 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 [1]。上

述中国各区域在开展传播学研究的历程中，大多经

历了一段以欧美为师的时期，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初，上述三个区域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传播学中

国化”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传播学的创新研

究已成为学界共识，学界开始反思与批判施拉姆开

创的美国经验传播学派，走上了一条传播学多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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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扬弃。”[2] 并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价

值与意义：（1）其学术意义即熔铸西方传播科学

理论和华夏传播学说精华于一炉，共同解释、指导

和总结今天中国的传播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理论范式，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2）发扬

时代色彩。华夏传播研究在华夏文化与信息传播两

方面保持着灵动的张力，如此既有助于发扬中华文

化的魅力，又有助于培育、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能

够阐释中国实践的信息传播学说；（3）提供世界

启示。华夏技术与传播道德的结合，是中华文明延

续的内在原理。这些内在原理对于世界传播事业的

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启迪意义。翻阅《华夏传播论》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等当时的文献，我们不难发

现，这一见解代表和凝结着余也鲁、徐佳士、郑学

檬、孙旭培等华夏传播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共识。

进入新时代以来，一批青年学者一方面继承

前辈们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

范围和研究方法。前辈学者心目中的“华夏传播研

究”的对象是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向后看”，侧

重研究传统社会积淀的传播智慧，而其实，“华夏

传播研究”还应当有另一个可取的“向前看”的研

究方向，即探讨中华优秀文化在现当代社会传承与

发展的问题。这一方向既事关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的发扬，也事关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因为只有能够回应时代问题的研究，才是有学术生

命力的研究。邵培仁与姚锦云曾专门撰文论证了“以

历史为对象的华夏传播研究能够发展为关于现实的

知识。”[3] 因此，新时代的学者努力拓展“华夏传

播研究”的范围，并将建构“华夏传播学”确立为

“华夏传播研究”的目标。学者们认为，“华夏传

播学”是在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

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

的，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

规律和思想方法的学说，亦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

对中华文明这一绵延五千年的独特传播现象进行诠

释，对中国社会传播问题进行解析，并运用中华术

语建构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理论体系。[4] 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围贯通华夏

古今，其内涵既包括诠释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的传

播原理，又包括展望中华文明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的多元路径；其精神要义是在返本中开新，在开新

中返本，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的思路

建构和发展华夏传播研究；其核心范式是传递中国

文化知识（传递中国历史与现实信息），洋溢中国

沟通智慧（建构中国和谐共生关系），体现中国精

神（共享中华文明意义），建构中国“传播之网”。

“华夏传播学”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特征：贯通古今，

以传统为主，以现实为辅；以现实为导向，以传统

为着力点；通过对中国传播史论与西方传播史论的

双重观照，寻找传统与现实的逻辑起点，营造中西

交融对话的氛围；围绕中国社会运作与信息传播的

内在互动为主线，剖析华夏文明演进的传播逻辑，

增强华夏文明传播的理论自觉与道路自信，从而为

中华民族圆“中国梦”贡献华夏传播学的理论解释

力。[5]

总而言之，华夏传播研究以整个中华文明作

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提炼中华文明在社会治理乃

至全球治理与信息传播互动中所积淀的经验和反省

其中的教训为着力点，致力于为建构“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中国思路”与“中国方案”。其问题

意识是“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即努力

在全球化进程中理解中华文明的过程，把握中华文

明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阐释和建构出中华文明是一

种能沟通、善沟通的文明，以提升“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为建构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方案”，并在这两方面的

互动中生成能够与“文明冲突论”相对话的“文明

共生论”。

习近平同志有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系列论

述表明，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华新文明主义包含有

一种含摄西方文明成果而熔铸出的具有世界品格的

“共生交往”旨趣。①“文明共生论”洋溢着中华

文明一以贯之的“共生交往（传播）观”，是华夏

传播研究积极破解中国社会永续发展与世界持续发

展的历史难题，为建构“幸福人生，和谐社会，美

好世界”的人类沟通共同体奉献的一个理论方案。[6]

①参阅谢清果：《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
思想体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谢清果：《天下一家：新时代人类
文明交往观的中国气派》《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期；谢清果：《共生交往观的阐扬——
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谢清果：《中华新文明主义
的共生交往特质》，《今传媒》2019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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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华夏
传播研究走向世界的沉思

作为学科意义的传播学形成于西方，与社会学、

政治学等学科中国化一样，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存

在一个自身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这一部分着力从学

理上对作为中国传播学核心研究领域之一的华夏传

播学发生发展的脉络做一个整体把握。

2.1   在西方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思考华夏传播学

华夏传播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缘于中国学者的家

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自信。就像西方学

者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发展出西方传播学一样，中国

的传播学者也会自然而然地为传播学中国化寻找文

化土壤。施拉姆在《传学概论》新订本序中说：“我

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

传统，总免不了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

深邃的智慧和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

多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

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

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和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

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7] 显然，施拉姆

是希望用中国的传播智慧来丰富西方的传播理论，

但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思考，我们学习西方的传播

学，自然也是为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建构中国的

传播学，让传播学说中国语，讲中国理，述中国情，

成中国梦。

2.2   在亚洲传播理论的崛起中发展华夏传播学

回顾历史，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亚洲同行也在

思考传播学的在地化问题，也在努力彰显自身的传

播主体性。来自斯里兰卡的学者维莫尔·迪萨纳亚

克认为中印日韩等亚洲国家创造的文明必当依赖于

积极有力的传播体系，而“传播学要想在亚洲以及

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必须

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相联

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方法

和模式。”[8] 日本的三池贤孝将“亚洲中心传播学

术研究”定义为“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

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

所凝聚的智慧”，他认为这种研究是“为了拓展和

丰富目前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传播理论，非西方的

传播领域学者应当从本土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重新

思考传播理论的本质。”他归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

尤其是受儒家文化辐射的亚洲国家所形成的相近的

文化特性——“互惠性、他人导向性及和谐性”[9]。

重内向、重集体、重关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

播的重要特点。华夏传播学的使命，就是在参考亚

洲同行经验的基础上，整理中国传统的传播理念、

传播理论、传播制度，为理解当下中国各种社会现

象提供依据，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积累传播资源，

同时不断丰富世界传播理论。

2.3   建构能够阐发中华文明何来何往的华夏传播学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虽然不存在用现代传播

学话语表达的传播学理论，但是其包含有用中国话

语（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直接或间接表达出

来的传播学理论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华夏传播研

究的终极指向，华夏传播学可以这样表述：华夏传

播学是在对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

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

机理和思想方法的学说。她以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化

传统中的传播问题为重点观照对象，从中国历史、

中国经验、中国实践出发，用中国传播话语体系，

表述华人交往、交流及其关系建构与意义共享的传

播理论，进而与世界传播学进行对话，从而不断丰

富人类的传播理论与经验。[10]

中国传播学能否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能否立足

中国社会现实，立足中国历史与文化。借鉴凯瑞的

“作为文化的传播”这一命题来观照华夏传播研究，

我们的华夏传播研究不能只局限在传播的传递观上

打转，而应将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融合起来，从

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观照中国社会信息的传递过程

与媒介的运作方式，感悟中国社会是如何运用默会

知识、仪式（包括日常化的运作程式）来建构中国

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不能

离开这一点，否则研究就只能是“西方理论，中国

经验”的翻板，更不可能实现建构可沟通的“中国

理论，中国经验”模式、为人类传播学提供“中国

思考”这一终极目标。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离开西方来孤

立地建构中国传播学，但是我们始终要有自己的传

播学主体意识，要有中华文化立场，要有中国心与

中国情，要把传播学的个性即“中国性”探讨出来。

西方传播学始终只能作为中国传播学建构的他者和

参照系。根据杜威社会即传播的观念，崇尚“民主

政治”的西方与推行“尚贤政治”的中国在传播观念、

华 夏 文 明 传 播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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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方式、传播体制上存在显著差别，努力探讨两

种社会形态中传播理论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才

是建构华夏传播学的主要旨趣。

传播学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的主张与中

国重关系、重人伦、重自然、求和谐的人文传统在

内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的契合，可以断言，未来华夏

传播研究必将在这方面与西方传播思想展开深层对

话，并在对话中提炼中国传播概念，形成中国传播

观念，建构中国传播理论。单波认为中国学者可以

基于“交流如何可能”这一世界共同的问题展开思

考。“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需要面向人类的交流

自我，体悟人类传播实践的‘体’。其基础性工作

就是理论祛魅，把各种传播学还原到人类传播实践

语境，以交流自我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

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使之转化为一种可理解、

可对话的他者交流经验，发现在自我的视野内看不

见的交流问题。”[11]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华夏传播研究未来方向的思考

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其实就在当下，就在于

把握近百年的学术史。②最近数十载，中国传播学

研究学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见解为我们思

考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铺就了道路。

3.1   起点：建构基于本土经验的华夏传播学

华夏传播研究的拓荒者余也鲁以意见领袖和说

服理论提出的过程为例认为，“许多传播形式或观

念早已存在实际生活、习惯与行为中，它们在那里，

历史悠久，世代相传，是指导我们传的活动的原则，

要下功夫找寻、整理、加以组织，才能形成有系统

的理论。应用这些又可以生发新的理论。”加之，

不同文化与传统也会产生不同的传播观念与原则、

形式，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实际中应该可以找

到中国的传播理论。”[12] 颜建军《关于建立中国

沟通学的构想》一文承继了余也鲁的见解，其基本

观点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创立、规定并制约本民

族人民的沟通方式，中国的沟通方式就扎根于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他认为中国沟通（传播）

学可分一般理论和分支理论。前者阐述中国传播理

论的基本范畴，包括信息理论、符号理论和意义理

论。后者是具体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包括：其

一，内向沟通。主要内容是内圣外王；其二，人际

沟通。主要内容是基于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

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际关系；其三，

环境沟通。主要内容是自然环境、社会情境以及语

境对沟通的影响；其四，组织沟通。主要研究对象

是中国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员选任制度与通讯

工具一体化传播情境中所形成的超稳定性结构。其

五，民间沟通。主要内容是民谣、谚语、山歌、女

书等独特的沟通媒介；其六，情感沟通。传统文化

是情感型文化，情感影响着沟通；其七，劝服与宣

传。主要内容是传统修辞史论、合纵连横的说服以

及喉舌观念。其八，娱乐传播。娱乐与人际沟通；

其九，大众传播。主要内容是造纸术与印刷术产生

之后形成的大众传播事业；其十，口语沟通。主要

内容是中国的言语特点是持“慎言”态度，讲究说

话得体，顾大局；其十一，非言语沟通。人承载着

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其十二，中西沟

通方法。中国沟通注重情境关系的把握，而西方沟

通讲究对对象属性的把握。[13]

3.2   目标：建构基于中西对话的华夏传播学

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一书中提出“传播研

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

化（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

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

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4] 黄星民也期待华

夏传播研究最终将促成与欧洲学派和美洲学派相媲

美的“传播学中华学派”[15]。陈国明也认为：“正

是华人传播学者，如何对中华文化诠释再诠释，创

新再创新，建构出一个独立与特殊的所谓的‘中华

传播学’或‘华夏传播学’，然后经由谈判与策略

性的联系与互动，投射到全球脉络的过程。从传播

学的角度，无疑地，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大量尚待

开发的宝贵知识。这种具有文化认同色彩的知识贡

献，是未来人类全球化社会之所需。”[16] 他进而

主张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形上论等方面严

格构建华夏传播学的学科体系。赵晶晶教授在其编

译的《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的前言中强调：“作

为一个既成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

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

②朱希祖：《道家与法家对于交通机关相反之意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 年第 3 卷第 2 期。此文
可视为开创华夏传播研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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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

但影响已经开始形成。其视角之叠加多重，立意之

新颖，分析之透辟明澈，触角之延伸多元，内涵之

深沉丰富，理论之廓落大气，胸怀之开放宽容，对

西方现有相关理论必将有所触动……”[17] 剑桥大

学文学博士维莫尔·迪萨纳亚克认为中印日韩等亚

洲国家创造的文明必当依赖于积极有力的传播体

系，对于学术研究，则必须采取在地化方式，从自

己的历史传统中，从自己当下的社会实践中生发出

可与欧美对话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理论，以此自觉推

动本国各项传播事业的发展。“传播学要想在亚洲

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

必须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

相联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

方法和模式。”[18] 在传播学者看来，传播是一切

社会活动的基础，加强传播意识，培养传播能力，

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欧美的强势相当程

度上是因为欧美人民拥有优良的传播素养。邵培仁

《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

呼唤加强对本国人民传播素养的培养。

3.3   路径：在理论化过程中建构华夏传播学

构建华夏传播学的重要一环是在本土化研究过

程中进行理论提升。陈韬文先生认为华人传播学者

研究华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早已完成，

但“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可否从华人社会的

研究中产生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19] 丰富深厚

的中国社会实践理应诞生伟大的理论。李彬教授认

为本土化研究应当包括：（1）本土化的分层，包

括理论的本土化，方法的本土化，实践的本土化；（2）

本土化的资源，主要有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意识与传

播手段，近代新闻事业的丰富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

来的传播现象；（3）本土化的意义，包括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为现实的传播活动提供思

想方法，探讨本土化的可能，等等。李彬进而提出

三个可以提升传播经验并与世界展开学术对话的研

究取向：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传播技术；从社会科

学角度研究传播规律；从人文科学角度追寻传播意

义。[20] 邵培仁也认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是人，

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

人。中国人的性格或思考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

同于外国人；中国的尊‘长’贵‘和’、崇‘礼’

尚‘忍’等观念也是‘本土化’的。中国的传播学

者、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

均是‘中国化’的。”[21]

一些在欧洲受过传播学教育的学者也积极为中

国传播学的走向把脉，著名传播环境学专家林文刚

曾撰文建议筹建“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谋

划一套大型、系统而宏观的“中国传媒生态文化史”，

从前文字、文字、印刷与图像和电子传媒四个传媒

生态时代，围绕中华传媒的发展、符号和传播特点

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22]。

香港的陈韬文也曾撰文指出“理论是本土研究与国

际学术的纽带”，在他看来再小的问题，再本土化

的议题，都应当提升到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

学界开展对话。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便是将香港

的媒介发展研究理论化表达为“社会权力结构更替

下，权力结构与媒介的互动关系”。[23]

3.4   原则：打造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的华夏传

播学

学理研究应当有明确的社会问题意识，建构华

夏传播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和

平崛起，着眼于向世界说明一个可沟通、善沟通有

担当的中国。“有鉴于此，传播学研究要扣紧中华

文化的主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化或传

统文化中有关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总结与研究，

也不是以此考据论证传播学理论中的某些理论、模

式和观点，而是以民族性和时代性为支点，以中国

现代、当代文化为重点，同时观照传统文化的继承，

全面展开传播学的理论探索。”[24] 笔者很认同这

一思想。华夏传播研究虽然依据于五千年文明的历

史实践，但是应更注意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作为着

力点，探讨解释中华民族过去的路，理解当下所走

的路，更要看清未来应走的路，这条路即是华夏文

明传播之路。王怡红也说，“倡导‘本土化’有利

于在传播学‘地方性’研究中，建立‘主义’和’

流派’，借以扩大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相对‘本土化’

而言，我们还应该提倡传播学研究的‘世界化’，

将‘世界化’也作为一种学术立场加以坚持。这样，

我们的研究可以变得立体化。在这两种趋向之间形

成必要的张力，以使我们的学术目光更加开放自由，

并有足够的空间来吸取最新的学术成果，丰富对本

土经验的研究。”[25] 笔者直接将此思想表述为 “中

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总之，如同邵培仁

所思考的那样：“我们要客观、冷静、全面地看待

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

要妄自菲薄。在虚心吸收、消化西方传播学知识的

华 夏 文 明 传 播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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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潜心探究，搜索中国文化宝库中关于传播

原理与理念的珍藏，努力向世界展示和返送中国人

特有的传播思想和智慧，进而完全有可能开辟一个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天地。”[26] 唯有如此，华

夏传播研究，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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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Exploration and Direction

XIE Qi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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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son why the study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beautiful 
landscape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ing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that we have always 
insisted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standpoint, global communication vision” as our initial 
intention. On the one hand, we seek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mankind. Taking “concerning 
about the whole worl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theo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in the dialogue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 the study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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